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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欧洲统一大市场和欧洲一体化形成过程中，欧洲私法一体化受到学界和司法实践的高度重视，制定统

一《民法典》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此基础上，2009年《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DCFR)应运而生。笔者在

学习中国大陆的《物权法》教材以及《欧洲示范民法典》的有关规定时，发现本国《物权法》教科书中

存在对DCFR合同解除效力规定的极大误解，因此误判了DCFR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模式。DCFR对于

合同解除效力采“清算说”的制度设计，而非是“直接效力说”，澄清此点，对于法科生学习《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66条以及深入了解DCFR的规范设计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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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unified European market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 inte-
gration of European private law has received high attention from academia and judici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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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cal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unified Civil Code has been increasing. Based on this, the 2009 
“Draft of the European Model Civil Code” (DCFR) was born. When studying the textbook of “Property 
Law” in Chinese Mainland and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European Model Civil Code”, the author 
found that there was a great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provisions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dissolu-
tion of the DCFR contract in the textbook of “Property Law” in China, so he misjudged the DCFR 
model of property change based on legal acts. DCFR adopts the system design of “liquidation theory”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contract termination, rather than the “direct effectiveness theory”. Clarifying 
this poi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law students to study Article 566 of the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o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normative design of DC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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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2009 年初，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了 2008 年初欧洲私法研究网络发布的《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以
下简称“DCFR”)的纲要，期待建立成员国之间私法最低限度的共同标准，协调或消除各成员国之间法

秩序的差异[1]，在《物权法》教科书中，梁慧星教授和陈华彬教授讨论了 DCFR (《欧洲合同法典草案》)
第 III-510 条对物权变动模式的规定。他们指出，DCFR 在合同解除的情形下，例外地采纳物权行为的无

因性，而在合同无效或被撤销的情形下，则采有因性，因此，DCFR 的物权变动模式应当视为一种“折中

主义”模式。然而，这一结论的论证中仍存在一些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具体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的

不足：一是混淆了合同解除与合同无效的效力，二是忽视了“清算说”对物权行为效力的影响，本文将

对此进行分析，并对 DCFR 在物权变动模式上的规定提出更为精细的讨论。 
在 DCFR 第 III-509 条的规定中，合同解除并不等同于合同无效。根据该条文，合同解除的效果仅仅

是消灭未履行义务，并不影响合同本身的有效性，也不会导致合同中已有的条款完全失效。即使合同解

除，合同的一些核心条款如争议解决条款、保密条款等，仍然有效，这与合同无效或被撤销的情形有所

不同，在此背景下，梁教授和陈教授所提到的“合同解除后的财产返还”与“合同无效后的恢复原状”似

乎并不完全适用。合同解除的效力主要是清除未履行义务，不同于合同无效后对合同的整体恢复原状效

力。合同无效的情形会使得合同双方当事人恢复到合同签订之前的状态，尤其是双方已经履行的义务，

可能需要根据合同无效的原则进行返还，而在合同解除的情况下，虽然解除后的财产返还是必要的，但

它仅限于未履行部分，且其目的是恢复双方在合同解除前的法律状态，而不涉及合同整体效力的消失，

梁慧星教授和陈华彬教授将解除后的财产返还等同于合同无效后的恢复原状，实际上忽视了这两种情形

的本质区别。 
合同解除与合同无效的根本区别在于解除仅对未来的履行产生效力，而无效则影响到合同的整体效

力和履行的基础。解除后的财产返还是为了恢复到解除前的状态，而不是要求恢复到合同签订前的状态；

而合同无效则需要恢复至合同签订前的原状，涉及的是一种全面的返还义务，包括对已经履行的部分的

返还，这一区别在物权变动中尤为重要，合同无效时，依照物权法理论，物权的变动需要基于有因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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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因为合同无效时的物权变动往往与《合同法》的规范直接挂钩。而在合同解除的情形下，由于合

同效力并未完全消失，物权的变动并不直接依赖于物权行为的有因性，而是基于合同解除后的返还义务。

这也意味着，梁教授与陈教授提出的“折中主义”模式未必能够完全准确地反映物权变动的复杂性[2]。 

2. 问题的分析 

2.1. DCFR 对物权行为效力的立场 

物权变动的模式与物权行为效力的关系，长期以来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DCFR (《欧洲合同法

典草案》)的框架下，如何界定物权行为的效力问题，直接关系到合同解除、无效或撤销后的物权返还机

制。梁慧星教授与陈华彬教授在讨论 DCFR 第 III-510 条时，提出了“折中主义”的观点，认为合同解除

和无效情况下物权变动的效力应视为一种折中模式。具体来说，他们认为在合同解除时，物权变动的效

力应当采纳无因性原则，而在合同无效或撤销时，物权变动则应依赖于有因性。然而，这一结论的理论

基础在逻辑上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尤其是其对合同解除与合同无效效力的界定不够严谨，也忽视

了“清算说”对物权行为效力的影响。 
针对 DCFR 关于物权行为效力的立场，《共同参考框架草案(DCFR)》明确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第

VIII-2:101 条)，这是对德系物权行为结构的延续。然而，是否采纳“物权行为无因性”，则需结合其关于

合同解除效力的整体规范加以理解。DCFR 第 III-5:109 条规定，合同解除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已履

行部分的权利义务依然有效。这意味着，即使合同解除，已交付标的物的物权变动并不因此失效。 
这一区分体现了 DCFR 对物权变动和合同效力之间关系的独立审视。合同解除 ≠ 合同无效，前者只

是终止未来义务，而不影响已履行行为的法律效力。因此，物权变动是建立在已生效合同履行基础上的

行为，具有因果性，并未脱离合同关系的支撑[3]。在此框架下，所谓的物权“无因性”只是形式上的独

立，并非实质性的自足成立。 
此外，DCFR 并未直接规定返还行为应为物权行为或债权行为，但其第 III-5:109 (3)条将返还义务置

于“清算责任”之下，表明其性质为债法义务，而非直接基于物权返还的主张。此种处理方式与大陆法

中“合同无效导致物权恢复”的传统模式明显不同，更倾向于功能主义地处理物权变动[4]。 
梁慧星与陈华彬教授提出的“折中主义”认为，物权行为具有形式独立性，但在合同失效或解除时，

仍可依据合同判断其效力[5]。但此观点未能精准把握“解除”与“无效”在 DCFR 框架下的实质区别。

解除并不否定合同的原始效力，仅仅终止未来义务；因此将返还理解为物权行为的恢复并不严谨。物权

变动的效力应基于原合同的履行事实，而非解除之后的推定。 

2.2. “清算说”与物权行为有因性的兼容性 

若采纳“清算说”视角，合同解除后的物权返还不应被理解为独立物权行为，而应作为清算义务的

履行。这一学说强调，解除合同后，原合同义务进入结算状态，包括财产返还、利益偿还、损害赔偿等后

续责任[6]。在 DCFR 体系下，返还行为并非基于物权变动的无因性逻辑，而是基于债权清算义务的继续

有效。这从根本上确立了物权行为在此情境下的“有因性”基础。 
“清算说”并不否定合同对物权行为的影响力，而是认为合同效力的变化并不自动涉及物权变动。

例如，解除并不影响交付已完成所产生的物权移转，只是赋予债权人在一定情形下请求返还的权利。这

种请求权在性质上属于债权，而返还行为则是清算的手段，并非构成新的物权变动[7]。 
陆青教授指出，清算关系中的物权效力应以合同的原始合法性为前提，若合同曾有效履行，其所引

起的物权后果应被尊重，即使合同随后解除[8]。因此，返还行为不是因物权行为“失效”而生，而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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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清算阶段赋予相应主体债权请求权。这一点与德国《民法典》第 812 条关于“无因管理之返还”不同。

德国法的无因性主张成立在合同无效或根本不成立的前提下，而 DCFR 更重视合同的阶段性效力及履行

后果的保存，强调物权行为并不因为合同解除而被追溯性地否定。 

2.3. 合同解除效力的核心：清算说的规范表达 

DCFR 第 III-5:109 条对合同解除的具体效力作出如下规定：(1) 仅终止未履行义务；(2) 不具有溯及

既往效力；(3) 已履行部分的返还基于清算责任。该条文体系构成了清算说的规范支撑，明确区分了履行

义务与清算义务的性质差异。由此可见，DCFR 中的“返还”并非基于物权行为效力被否定的逻辑推导，

而是债法上清算请求权的执行[9]。 
清算说的核心价值在于避免物权返还的形式化与逻辑冲突：既承认已完成物权移转的合法性，也允

许基于解除行为恢复利益平衡。它通过引入债法机制，实现合同解除后的经济风险分配。 
相较之下，“直接效力说”则主张合同解除应直接导致物权恢复原状。但此说忽视了合同履行后的

法律效果，若贸然否定已履行部分的物权效力，可能引发交易不稳定性。尤其在多阶段履行合同中，直

接否定物权行为易造成制度性断裂[10]。 

2.4. 梁慧星与陈华彬“折中主义”的学理审视 

“折中主义”作为对德国式无因性与传统有因性之间矛盾的一种调和尝试，最初由梁慧星教授与陈

华彬教授提出，其核心在于承认物权行为在形式上的独立性，同时又不完全抛弃因果关系的重要性，主

张在债权合同失效或被解除时，物权行为的效力应当根据具体情形加以判断。这一理论看似平衡了物权

独立性与合同基础性的双重需求，然而在逻辑结构和法效力的运作路径上却存在明显的问题，尤其是在

DCFR 所建构的规范体系下，“折中主义”未能提供自洽的解释框架。 
“折中主义”在理论基础上混淆了物权行为与债权履行行为之间的边界，特别是在处理合同解除后

的返还问题时，其将返还行为一方面视为物权恢复的直接表现，另一方面又将其作为债权清算的结果。

这种双重属性的设定，在实践中很难操作，也不符合现代物权法对“物权行为自足性”与“债权请求权

后置性”的区分逻辑。DCFR 第 III-5:109 条明确规定，合同解除只消灭未履行部分的义务，对于已履行

部分并不要求物权状态的复原，这就决定了物权移转具有履行后的独立效力，返还仅能以债权方式主张，

并不意味着物权状态被自动否定[11]。 
更重要的是，“折中主义”未能解释为何在分期付款、租赁或长期合同中，一旦合同部分履行后被

解除，返还义务仍然以债权方式主张，而非要求物权原状恢复。这说明返还的基础并非是“无因性的物

权行为被否定”，而是清算义务中具体给付请求权的实现。例如，在家电租赁合同中，承租人已部分支

付租金并获得设备使用权，合同中途解除时，设备返还要求并不构成物权行为的再转移，而是基于租赁

合同清算产生的附随义务。若依照“折中主义”逻辑，则需同时运用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解释返还，这

在逻辑上显然无法统一。此外，从学理路径上来看，“折中主义”在方法论层面缺乏明晰的判断标准：例

如，何种情况下应将返还行为解释为物权行为？何种情况下又应解释为清算义务？若标准不明，势必导

致司法适用中的法律不确定性。而 DCFR 体系提供了更为清晰的路径，即通过第 III-5:109 条与相关清算

规则明确指出：已履行的物权变动保持效力，返还通过债权方式完成，损害赔偿等后续义务也通过债法

机制调整，避免了混用物权和债权规则的情况，清算说提供的另一优势在于其对交易安全的保障。若采

取“折中主义”并随意认定返还为物权行为，将严重削弱物权变动的稳定性，使得任何因合同解除而引

发的争议都有可能动摇既成物权状态。这对于维护交易安全和预期信赖极为不利；而 DCFR 的清算处理

逻辑正是为了在尊重既有交易事实的基础上，以债权机制进行补偿性调节，体现了私法领域“效率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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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保障”的价值导向。 
在比较法视野中，法国民法与意大利民法体系对合同解除后的返还也采取清算处理逻辑，德国虽然

采无因性理论，但也通过不当得利制度处理返还问题，即便物权行为理论上独立，其返还路径亦非直接

物权调整，而是间接通过债权请求权实现。正如德国学者 Flume 指出：“所有权的回转，不是物权行为

的否定，而是权利基础消灭后所引发的给付请求。”[3]这一观点与 DCFR 强调的“清算义务先行”路径

高度契合。 

3. 总结 

DCFR 对于合同解除的效力采“清算说”的立法主义，此种模式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566
条所参考，该说的优势主要在于不消灭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关系，这使得违反合同义务所发生的各种损害

赔偿请求权均能够顺理成章地存在，不需要当事人诉诸缔约过失的路径迂回地获取补偿，且基于缔约过

失的请求权基础一般情况下只能够赔偿信赖利益的损失[12]，没有办法完全弥补当事人的损失，损害了被

违约方的利益，因此根据“清算说”设计合同解除的效力是十分合理的。而我国著名的物权法教科书误

解了 DCFR 对于合同解除效力的规定，结果导致了对于 DCFR 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模式的误解，笔

者努力澄清此点，尽量减少法学初学者在学习过程中的误解，DCFR 展现了先进的制度设计，贴合欧洲

统一大市场的实践需求，亦能为我国“国际国内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格局提供民商事立法的新思路。《民

法典》第 566 条的设计灵感来源于 DCFR 这一有趣的立法现象也能反映出欧洲私法一体化进程，不仅对

于欧盟，而且对世界的民商事立法司法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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